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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学 透 视

杨庆堃的社会学研究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孙庆忠

( 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3)

［摘 要］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从 1930 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的系统调查，到 1960 年代对

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从 1940 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到 1970 年代对晚晴社会运动规律的探索，在历史的

脉络中解读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

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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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堃( 1911—1999) ，祖籍广东南海。1932 年

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4 年获该校硕士学位

后赴美留学，1939 年获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

位。1948 年，应邀回国到广州私立岭南大学任社会

学系主任、副教授。1953 年任教于美国匹兹堡大

学。1960 年代中后期，致力于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

匹兹堡大学的合作项目，以匹兹堡大学为基地，为香

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和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成

长立下了汗马功劳。香港中文大学为表彰其贡献，

于 1974 年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

所积极倡导的对亚洲文化的重视、对中国社会的研

究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均对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国际

化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

放之初，费孝通受命重建中断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

学。此时，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培养

新一代的社会学者。在教师和教材匮乏的困境之

下，杨庆堃在美国积极筹措，调动资金和师资，在国

外与费孝通携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杨庆堃一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1930 年

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系统的调查，可谓集市系统理论

的雏形; 1940—1950 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

究，承袭了燕京学派的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以

民族志的方式见证了转型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诠

释了共产主义革命对传统家庭制度的冲击和影响;

1960 年代对宗教现代功能及其历史因素的研究，被

视为宗教社会学的传世之作，他对中国宗教形式的

分类，将民俗生活中的各种神秘信仰与仪式纳入宗

教的范畴，并阐明了其对维护传统伦理和道德秩序

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1940—1950 年代对中国是否存

有经济城市的验证以及对 19 世纪社会运动的历史

考察，不仅表现出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更显

示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

献。

一、周期性市场: 中国乡村经济生活的循环方式

1931 年夏，杨庆堃跟随杨开道教授到山东邹平

作农村社会观察，意外地被县城东关外的市集所吸

引，此后，市集对农村社会的功能便成为他探索的主

题之一。1932 年，在来燕京大学讲学的派克教授的

鼓励下，这一研究得以在人文区位学的理论视角下

延续。1933 年 3 月中旬，他再次到邹平仍以城关集

以及附近的明家集和刘聚桥集作中心，花了六个星

期的工夫做了较深入的研究［1］( P7—9)。1944 年，《华

北地方市场经济》一书由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出

版。在这部著作中，杨庆堃将邹平的市场系统分为

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三种基本类型，并从

贸易区域、内部组织、交通运输、集期安排与商人流

动等多个侧面，描述了以赶集为中心的中国乡村经

济生活模式。这个经济交换圈是一个完整而相对独

立的区域，构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单位。但它

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拥有铁路便利的重要商业中心

即在其附近。因此，“在机械运输发挥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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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广泛的区域间货物交换已经发展了。来自中

心地区的机械产品已深深地袭入地方的经济生活，

现代经济正渐渐地取代旧的经济。但是，这些新的

经济动力只有依赖不可或缺的集市系统，才能建立

起与当地经济的联系。”［2］( P37)

布鲁默在《华北地方市场经济》序言中认为，杨

庆堃对集市三种类型的划分，勾勒出了从原始的民

间经济到复杂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的转换路径，而他

对市场类型的细致分析则为这种普遍化的转换过程

提供了具体的信息。这项重要研究成果，填补了中

国本土经济领域认识中的一项空白，也为西方学者

学习中国乡村生活知识提供了一个丰富而重要的来

源。杨庆堃调查邹平集市系统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

讨周期性集市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角色。他的研究

发现，定期集市不仅仅是一个严格履行经济功能的

场所，还是一个实现各种社会功能的重要场域，信息

和思想由此传播到周围的村庄。集市实际上成为调

剂农民单调乏味的生活，使之了解村外世界的重要

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期性市场可以被视为一

个集体机制，通过这个机制推动了群体行动和社会

变迁［2］( P11—13)。这一发现为后来学者的扩展性研究

带来了灵感。如施坚雅通过对四川市场交易系统的

研究认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不是村庄，而是

由十几个村庄组成的“基层市场社区”。这一区域

的边界决定了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3］( P40)。
如果将中国台湾祭祀圈与杨庆堃、施坚雅所描述的

中国大陆乡村市场交易体系相比较，两者的相似点

是明显的，祭祀圈的特征几乎在乡村市场交易体系

中都出现了［4］。
尤为值得提及的是，在这项经典的研究中，杨庆

堃还专门指出了市集系统研究与中国战后重建问题

的联系［2］( P39—41)。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日军占领下

的邹平，集市仍然在当地经济整合中发挥着重要的

功能。日军在邹平四周建立了基于扩张需要的现代

交通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但并未改变集市系统赖以

为生的基础。而战后重建和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核

心问题是: 聚集在市场周围的经济“细胞”仍然作为

当地经济的基本单位时，通过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而

形成的高效农业和工业生产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他的研究数据充分说明了邹平因缺乏流动而经济孤

立的主要因素———代价高昂的原始交通手段。除此

之外，对地方集市系统的研究也为当地社区的重建

提供了有力证据。1933 年，邹平县国民政府修订县

内管理区域时，便从杨庆堃的研究数据中获得了重

要依据。民众在市集的定期聚集，使市场成为超越

村落的社区活动和组织的中心，一个市场的交换领

域不仅代表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社会单位。这

种判断既是杨庆堃对地方社区经济整合功能的认

识，也是他研究中国社会中宗教功能的理论先声。

二、村庄与家庭: 向共产主义

转化前期的中国社会

《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5］，是杨庆

堃在岭南大学任教期间根据对近郊乡村社区调查完

成的村庄民族志。这部著作承袭了燕京学派的功能

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全面而细致地记录了南景这

个城市边缘乡村社区的文化形貌，内容涉及人口结

构、土地利用、生产消费、亲属制度、权力结构、阶级

的稳定性和流动性以及新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乡
村经济与文化娱乐的变迁、《婚姻法》为乡村社会带

来的“家庭革命”等诸多方面。
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杨庆堃说明此项研究

关注的焦点是制度体系和村庄组织的变迁。共产主

义革命带来了乡村社会的转型: 1949 年 10 月广州

解放，解放军进驻南景村，开始了摧毁原有政治权力

的工作。保甲制度、地主武装被废除; 自卫队组织被

缴械，狮会自行解散; 宗族的枪支被收缴，族产被没

收。与这些权力组织瓦解的同时，诞生了新的组织

机构———村政府和农民协会。1951 年春，村里又成

立了青年团和妇联的分支机构。他们的工作以宣传

为主，主持各种会议，组织各种文艺汇演，出墙报，贴

标语，以多种形式向村民灌输政治理念，传播新的社

会意识形态。可以说，从 1951 年“镇压反革命”到

之后的历次运动，他们都是社区的先锋。这些新的

组织机构将国家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入到乡村社

区的生活之中。事实上，村民的全部生活已经被整

合到国家的权力之中。杨著的重要价值在于，描述

了共产主义运动前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模式和之后

锐变中的乡村生活，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后历

史性的变迁过程。时至今日，他的这部著作仍然是

从村落的微观视角来展示中国社会剧变的一部精当

的民族志报告。在与中国大陆断绝联系长达三十年

的西方世界，它一直是学者们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

的重要文献。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实践仍然具

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对社会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

料价值。
与村落社区的研究相互印证，《共产主义革命

中的中国家庭》［6］一书则集中展现了共产主义革命

如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如何影响了中国

人的婚姻观念及家庭成员的内部行为。在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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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家庭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生产和消费是其首

要功能。此外，家庭还是一个提供教育、维护社会秩

序的基本组织，并且，还是重要的宗教组织，祭祖是

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具有维系道德和保持家族认

同的功能。由此可见，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稳定的

基础，是传统社会中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制度

赖以依存的核心。因此，有关家庭制度的变革，始终

是那些关注传统社会如何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们所

探讨的焦点之一。杨庆堃对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家庭

的研究是最具影响力的探讨共产主义中国的婚姻和

家庭的著作，其得出的有关重要结论还掀起了 1980
年代初学者对该问题展开的第二次研究热潮。

从学术传承上看，杨庆堃深受帕森斯和费正清

思想的影响，强调以西方为先导的现代化进程打破

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家庭结构。尊、卑、长、幼这

些曾经使中国家庭结构稳定的核心元素，在遭遇以

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模式后受到质疑，以牺牲个

人幸福和自我实现为代价的稳定的中国传统家庭结

构，在西方文化观念的强势渗透和影响下，失去了原

有的平衡状态。这是杨庆堃分析中国家庭制度变迁

的理论基点。承此，他认为中国家庭模式的转变早

在中国大陆兴起共产主义运动之前便初露端倪。20
世纪初期，一些受过现代教育而身处传统家庭和社

会强大压力之下的青年男女，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下纷纷通过抗争来摆脱传统的家庭制度。之后，随

着受西方思想和文明影响的年轻人数量的增多，传

统家庭对年轻人的实际控制力逐渐缩小。可以说，

接受现代教育是参加家庭革命的先决条件，而这种

教育只有在城市里才能获得。究其原因在于，“城

市因为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比起农村社区来

说，更是一方传播与传统家庭的专制特点不相容的

现代民主观念的沃土”［6］( P17)。回首百年来的中国，

从上世纪初期的自由恋爱，经民国时期的家庭改革，

家庭组织的功能愈来愈被削弱，结果退守到一个次

要地位［7］( P52)。由此可见，中国家庭革命的起源先

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杨庆堃看来，1950 年 5
月 1 日新中国首部《婚姻法》的颁布，是在国家法律

保护的前提下扩大了此前“家庭革命”的影响。在

南景村，我们看到了《婚姻法》带给家庭结构的戏剧

性变化: 父母包办婚姻不再合法，以年龄、性别为基

础形成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宗族长老的权威彻底

崩溃瓦解。这就是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结果。
1982 年，杨庆堃重访广州南景村，并寄希望于

他竭尽全力支援复办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以社区研

究为方向，完成中国农村与家庭的续编。此时的南

景村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从家庭到村落，从生产

到消费，都在经济发展的牵动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

变化。这是中国社会继 1949 年政治革命带动社会

转型之后，以经济变革带动社会转型的又一个极为

重要的时期。从 1984 年到 1992 年，中山大学社会

学系分别从农民家庭构成和家庭消费、城郊人口的

社会流动、村庄的社会分化、郊区的城市化进程、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作等主题入手，描述和分析了

向都市演进过程中的社区生活［8］。这一时期，珠江

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都市化程度最高的

地区。承此机缘，人类学者也通过对南景村的深入

调 查 阐 释 了 乡 村 都 市 化 的 发 展 前 景 与 社 会 问

题［9］［10］。这些后续性研究，不仅呈现了城郊社区发

展的动态图景，也使杨著拥有了跨越时空界限，全面

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解释性价值。

三、结构与功能: 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

中国社会深受理性主义儒家的影响，不重视宗

教，凡事从现实着想，仅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

度。这一传统不仅开了古代无神论的先河，还在近

代西方文明的优势下成为一些中国学者否定宗教合

理存在的主要依据。在杨庆堃之前，中国是否存在

宗教，始终没有定论。基于对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

中地位问题的思考，他对中国宗教研究试图回答的

问题是: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发挥了怎

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的基础，而

这些功能又是通过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 其目

的是对一些重要的事实作出功能性解释，以便展示

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模式。为此，他以帕森斯的

结构功能论来解析中国社会，将宗教分成两种结构

形态，即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制度性宗教自

身拥有神学或宇宙和人事的解释系统，拥有独特的

象征和崇拜仪式，并且有一个独立的人事组织去促

成神学观点的阐释和祭祀活动的进行。从结构学的

角度看，制度性宗教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独立于世

俗的社会体系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分离。
分散性宗教也有其神学、祭祀与人事的运作系统，但

无论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的仪轨组织，均与世俗

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总之，制度性

宗教作为分离出来的世俗宗教系统，其自身独立地

发挥作用，而分散性宗教则只能依托世俗社会制度

的一部分发挥其功能。因此，前者在基层社会组织

中的渗透力及示范意义相对较弱，后者则无法独立

于社会基层网络，而是作为社会秩序的支撑力量运

作于世俗生活之中［11］( Cha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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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不是宗教，历来争议颇多。杨庆堃认为，

尽管关注现实人生是孔子最重要的目标，但在他尊

敬神灵的劝诫中、对祭祀的强调以及对天对命的态

度中，始终承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这恰恰是中国

宗教的本质特色: 虽不合乎西方传统宗教的界定，但

独特的信仰方式表现了对超越与终极的关怀。从另

一个角度来看，又不能将儒家视为成熟的宗教，因为

其基本原则主要是从实用考虑，即便是新儒家的佛

教思想也不能改变其基本的现世倾向。它虽专注于

生与死的终极意义，但所依据的是人的道德责任，而

不是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在中国宗教的两种结构形

态中，宗教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的关系是显而

易见的。在分散性宗教中，国家的祭天大典，其道德

和社会意义由儒家来制定。祭祖的神学理论是作为

支持儒家所设计的亲属团体的道德而引申出来的。
制度性宗教如佛教、道教等，它们虽有各自的道德系

统，但仅被教内的僧侣和虔诚的信徒所奉行。就普

通的民众而言，他们可能受多种宗教的影响，在接纳

儒家道德的同时，又要去拜佛，去请道士作法，以裨

益于身体或魂魄。而尤为重要的事实是，孝顺为道

教的十德之首，亦为佛教所张扬。这足以说明儒家

的 道 德 系 统 与 中 国 宗 教 系 统 之 间 的 相 互 依 赖

性［12］( P334—335)。而宗教在发展中与世俗制度的这种

融合，在客观上削弱了具有独立功能和结构的宗教

组织形成与完善的可能性。
杨庆堃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关注点是 19 世纪至

20 世纪现代变迁时期的中国社会。此时社会生活

的商业化、理性化以及世俗化的结果必然是神圣范

畴的萎缩和对信仰的质疑。而尤为显著的世俗化倾

向，不仅削弱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打

破了神圣观念带给社会的安定，同时也使知识分子

的观念发生了彻底转变，但这并未改变宗教在民众

生活中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

有神的宗教转换成了对国家的忠诚，无神论的共产

主义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政策

和处理方式以及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只是使民众

的宗教活动和信仰心理由显性变为隐性，却无法使

之彻底根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

态若仍想保持社会的政治信仰地位，它就需要对有

神论的宗教持宽容的态度。惟其如此，有神论才能

发挥其特有的道德功用，以稳定新的社会秩序。在

人们对政治正统普遍质疑的情况下，复现的神明会

发挥它惯常的作用。就像有神论宗教与儒教长期发

生摩擦共存一样，儒家思想的广泛性也在客观上促

进了有神论信仰的发展。”［10］( P404) 这是杨庆堃对中

国宗教的预见。实行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大陆各种

宗教活动的复兴便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其内容与形

式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了诸多变异，但中国社会中

宗教的结构和功能却相续依旧。中外近三十年来的

中国宗教研究，也在客观上印证了杨著的学术意义

和现实价值。

四、社会变革的动力: 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探索

从 1960 年代开始，为了对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社

会进行了解，杨庆堃筹划了两项历史社会学研究: 其

一，以佛山镇为个案，再现传统中国城市变迁的历史

过程，以期回应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只有行政中心的

政府都会，而没有欧洲经济城市的论断［4］。其二，

在历史文献中寻找现代社会运动的规律，探寻中国

社会变革的动力。这两项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城市早

期资本主义的运作形态以及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均

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从 19 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内忧外患的时代。大

大小小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寻求社会变革的

集体行动，表达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预示了

中国社会深刻的制度变革。作为现代社会变迁的具

体动力，社会运动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变

迁的历史根源，也有益于把握新社会秩序的性质和

方向。基于此，杨庆堃于 1965 年筹划了“中国 19 世

纪的社会运动研究”计划。此项研究以《大清皇帝

实录》为原始资料，从中抽出动乱事件的记载以及

相关的政治、经济材料，对晚清从嘉庆到宣统等六朝

共 116 年间( 1796—1911 ) 的社会资料进行系统的

定量研究［13］( P174—210)。据统计，19 世纪有 0． 6 万余

宗大规模集体行为，1． 8 万多次天灾，用 3 万多次惩

罚官吏及 100 多万件朝廷奖励来维持传统价值。具

体分析这 0． 6 万余宗大规模集体行为可知: 在 116
年间集体事件共 6612 宗，平均每年 57 宗。就其种

类而言，有一半和政府军队有关，盗贼占 1 /4，秘密

会社的聚集、暴动、抗粮、教案、示威、罢工罢市、恐慌

惊遁等事件占 1 /4，这种结果显示出政治和社会秩

序出现了严重问题。从地理分布考察，这些社会运

动分布于全国各地，尤以中原腹地居多，而且集中于

政治敏感的大中城市，凸显了政治制度为变革的焦

点。从领袖人物的身份来看，在已知的 1867 人中，

上层的占 59%，中层的占 8%，下层的占 33%，由此

可见全社会对传统政治秩序普遍不满的心态。
与民众大规模社会运动相应的是统治阶级对传

统社会价值的褒奖。在所分析的 6000 余宗大规模

集体行为中，有明显政治目的者 4800 宗，其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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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的接近 2000 宗，要推翻专制政治体制、主
张革命和抵抗政府军事镇压的各占 1200 余宗，其余

的 300 余宗是支持政府的。由于大部分集体行为具

有反政治体制的目标，其社会价值取向自然地充满

了反传统的色彩。为了维护统治秩序，面对严重的

内部叛乱，晚清政府采取了两种应对模式: 一是军事

镇压。在统计的 6000 余宗社会运动中，有 2 /3 是朝

廷派军队镇压的，只有 1 /4 是用行政措施解决的; 二

是大力奖励有助于秩序恢复的正统价值。举凡忠孝

贞节这些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百余年间受到

皇帝颁布的奖赏多达 200 万件。社会运动与社会核

心价值系统的内在关联，由是可观之。
对 19 世纪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发现: 第一，在

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冲击下，清朝官吏的贪腐无能更

加突出，民众也因此对传统的政治制度丧失信心，加

上实质的生活受到威胁，终于激发起广泛的群众运

动，预示着革命世纪即将来临; 第二，社会运动的主

流具有反传统的价值取向，其目的是摧毁传统的政

治秩序，反映了人民群众摒弃传统文化希望从外来

思想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愿望; 第三，19 世纪的社

会运动组织有三大类型: 秘密社会策动的占 26% ;

少数民族策动的占 33% ; 太平天国和国民革命团体

策动的占 38% ; 其余少数则是由家族和职业群体所

策动。从组织上看，大半事件属于传统的组织模式，

但现代组织模式尤其是意识形态群体正在抬头，这

种组织模式的转变是了解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

重要线索［7］( P153)。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动荡的定量

描述和分析，杨庆堃在国家层面探索了制度领域的

复杂社会过程。可以说，统治阶级内部长达一个世

纪的混乱，才导致了 1911 年的国民革命和 1949 年

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带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

转变。

五、中国社会研究之于社会学的潜在价值

早在 1930 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便提出借鉴功

能派的观点和方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意在

基于中国的事实，建立中国社会学理论［14］( P4)。可

以说，杨庆堃一生持之以恒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正

是他自觉践行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学术主张的研究典

范。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学术视野的社会学家，杨

庆堃 1932—1933 年对山东邹平市集的研究，描述了

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集市的市场圈，并提出了

集市体系理论。他对贸易半径和市场层级的分类，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分析样本和认识乡村社会结构的

视角，并在三十年后被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视为

“第一流的”、“开拓性的”实地研究［3］( P56)。他坚信

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
1948—1951 年对广州南景村的调查，是杨庆堃社区

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实验。他认为，家庭和乡村是了

解中国传统社会现象及特点的基点，也是把握社会

变革脉动的基本要素。透过家庭与村庄在革命下的

变迁图景，可以看到 20 世纪中国现代转型给传统的

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正如帕森

斯在为杨著所作的序言所言，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

超越了众多关于中国家庭的“静态”分析，以他的一

套关于中国家庭平衡条件的动态分析的结构形式，

不仅 联 系 本 土，也 与 其 他 的 社 会 结 构 相 联 系 起

来［6］( P6)。杨庆堃的研究在改变西方世界的中国观

念的同时，更把目光直指中国社会的特性，以期检验

并修正西方社会学理论。如他对中国官僚行为的研

究［15］( P134—164) ，意在系统地考察中国科层体系的主

要特征，建立一个经验主义的模型，从而在总体上阐

明科层体系的基本性质。在韦伯的理论建构中，科

层体系包含四个基本特征: 有专业化的功能，拥有责

权层次，正式的规范或制度以及非人性化。在实现

组织目标时，上述因素的聚合使之在效率和可预见

性方面具有了高度的理性化特质。然而，科层体系

的理性特征却由于中国社会系统的价值观和功能要

求而被调整，具有地方同质而国家异质，强调初级群

体和密切的人际关系，强调非正式道德秩序的重要

性等特征，从而背离了科层结构的理性要求。杨庆

堃对官僚行为的历史考察，可以说是对西方社会学

科层制理论的重要修正。这种研究取向和方法，在

其中国宗教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加纯熟的展现。因

此，雷德菲尔德把杨庆堃视为“功能分析中国宗教

之第一人”，弗里德曼把杨氏的著作放进韦伯和葛

兰言的社会学传统之中，认为“社会学传统在此达

到了一个高峰，他使中国宗教成为一个实体”［16］。
杨庆堃熟悉西方理论，更对中国历史文献资料

运用自如。这种深厚的学术功力几乎熔铸于他的每

一项研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历史社会

学家。从 1940 年代后期所作的关于中国社会变迁

中的时空压缩研究［17］，到 1960 年代中期从时间和

空间角度对清末民变规律的探索，在历史的脉络中

解读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是他研究中国社

会的基本理路。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他对中

国社会学重建作出的卓越贡献，是其探寻中国社会

发展之路的努力，是其治学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学要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更要为中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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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作为世界社会学的一

部分，不仅通过知识建构和面向现实展示独特的中

国，还要在全球化时代汲取有造诣的社会学知识。
杨庆堃的学术思想是在西方社会学观照下中国本土

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因此，在与西方学界进行交流

中，他所展现的是中国社会研究的独特价值———
“社会学理论缺少中国的类型就不完全。如果中国

社会研究的事例，可以加入社会学理论，成为它的一

部分，使世界的社会学，从概念、理论到方法，有普遍

性，这就是中国事例的贡献。所以社会学能够真正

在中国生根发展，不但对中国有益，对于全世界的社

会学理论，也是有帮助的。”［7］( P13) 这是杨庆堃留给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笔重要遗产，也是后辈学者立

足中国现实，致力于研究现代社会变迁理论的精神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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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K． Yang and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UN Qing － zho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his review essay aims to highlight Prof． Yang Ching － Kun’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s a sociologist，the study of China and building of an authentic Chinese Sociolo-
gy were the center of his intellectual commitments． His representative studies of four major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his studies of the market in the 1930’s，the family and community studies in the 1940’
s and 1950’s，his analysis of religion in the 1960’s，and reseach on the source of modern change in
19th － century Chines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His sociological theory will inspire
future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C． K． Yang; Sociology;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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